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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梁 晨，李建平※，李俊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目的］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基于“三生”功能界定农村人居环境内

涵，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及其时空演变规

律，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为政府部门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方法］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 2011—2019年我国

30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调发展程度。

［结果］ 2011—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优化空间很大；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区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

调程度普遍较低。［结论］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将 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

约型和低质协调型4大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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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到生态宜居乡村，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人们普遍认为，提升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是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最

直接途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

动方案》等重要文件陆续发布，各省（区、市）进一步加大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处理、村容村貌提

升等工作推进力度，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那么，经过多年建设，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到底处于什么水平？能否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侧重点应当放在哪些方面？回

答这些问题，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其时空演进特征及

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作用机制，才能对症施策、科学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工作。

国外有关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19世纪，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盖迪斯的“区域观

念”等早期城市规划思想开始[1]，围绕乡村聚落区位选址、景观格局、土地利用等与农村人居环境密切相

关的研究就已陆续出现[2-4]。彼时“人居环境”尚未被作为学术术语正式提出，仅以思想、观点等形式零

散夹杂在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中，而且受“城市是人类定

居点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必然趋势”思想影响，研究对象长期以城市为主。直至 1968年，道萨迪亚斯的

《人类聚居学导论》出版，人居环境学科才正式确立。在战后全球加速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面对经济发

展、人口扩张给人类居住环境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人居环境科学一经确立就树立以人为本和城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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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导向，强调把包括乡村、城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住区作为一个整体，从人类住区的元素

（自然、人、社会、房屋、网络）入手进行广义的多学科系统研究。此后的学者们分别从城市规划、地理

学、生态学、环境经济学等角度不断丰富农村人居环境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乡村人居环境的格局演

化、规划与整治、发展与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6-8]。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城乡差距不断

缩小，城乡界限日益模糊，专门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逐渐弱化。

2001年吴良镛将道萨迪亚斯的理论引入国内[9]。因社会形态和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国内研究的侧重

点相较国外有所不同。在人居科学理论引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社会经济饱受城乡二元体制

限制，人居环境建设极为落后，农村面貌迟迟得不到改善。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如火如荼推

进，进入 21世纪我国城乡环境建设水平日益两极分化。紧跟着“城市病”不期而至的一系列“农村病”，

包括基础设施老化、经济发展滞后、环境污染、空心化等 [10,11]，促使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在人居科学理论一

经引入就备受关注。相关研究起初主要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角度入手，围绕农村建筑格局、规模、形

态以及住宅设计等方面展开 [12-15]，而后随着人居环境科学向多学科交叉融合方向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农村

人居环境演进过程与影响因素[16-20]、农村产业转型与发展[21,22]、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更广泛领

域[23-24]。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研究逐渐丰富。通过设计农村人居环境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25,26]、面向农村居民开展问卷调研[27]等，学者们在突破定性分析局限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总体来看，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从研究尺度上看，现有文献大都集中在某一具体地区或某一

年份，基于全国尺度和比较视野的定量研究较匮乏，无法清晰勾勒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动态演进全景。

②从研究对象上看，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多从农业资源环境[28]、农村国土空间[29,30]、农村基础

设施[31]、农村公共服务[32]等入手，尽管这些内容都属农村人居环境范畴，共同构成农村人居环境整体系

统[33]，但局部特征无法反映系统全貌，综合考量农村人居环境整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多。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标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文章从农村人居环

境的生产、生态和生活“三生”功能出发，重新审视和界定农村人居环境的内涵，科学构建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系统分析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量化分析我国农村人居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状况，为科学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基于“三生”功能的农村人居环境内涵

对内涵进行科学界定是质量评价的基本前提。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

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9]。国土是人居环境的空间载体，有学者将国土空间按照功能划分为生产、生活、生

态 3个板块[35]，人居环境顺理成章地也可以划分为生产、生活和生态 3个子系统。良好的人居环境是能够

满足人们安居乐业和享受自然等需要的，因此应当软硬结合、虚实一体，既包括由交通、通讯、能源、

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所构成的硬环境，又包括由政策、制度、文化、公共服务等构成的软环境[33]。而所

谓农村人居环境，顾名思义是指在乡村

地理空间范围内，人们进行居住、耕作、

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和娱乐等活动

的场所[1]。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乡村是

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

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

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

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图1 基于“三生”功能的农村人居环境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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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

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

态涵养的主体区”。总结已有研究成果，

结合“三生”国土空间分类体系，借鉴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分层架构方法，我国

农村人居环境内涵可以界定为实体形态

层和社会功能层两个层级（图 1）。实体

形态层即自然地理空间，由生产、生

活、生态 3个不重叠的国土空间板块拼

接而成，包含农村地域范围内的所有实

体要素。社会功能层则是实体空间所发

挥的、用来满足农村居民日常需要的生

产、生活和生态 3类功能。与实体形态

层不同，社会功能层的 3类功能之间存

在叠加融合，且彼此交互影响。实体形态层是社会功能层的空间载体，社会功能层是实体空间支持农村

社会生活的能力与效果的体现，后者是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依据。

1.2 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耦合理论源自物理学，是指两个及以上实体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的关系[33]。耦合度

是判别这种关系强弱程度的量度指标，耦合协调度则是进一步判定耦合作用关系的良性程度的指标，反

映系统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约、是协调还是失调。人类社会进入 21世纪以来，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

发展成为全球性议题，“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关系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

展、城镇化、产业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入手，重点对城市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测度、协调发展类

型判定等进行了研究[36,37]。毋庸置疑，与城市人居环境同理，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也必然存在耦

合关系（图 2）。当两者耦合关系处于良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经济规模扩大、财政收入增加和

社会总体消费水平提升，对农业农村建设投入得以增加，农村人居环境由此得到优化，农村要素活力和

吸引力得到相应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得以激活，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不但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可以直观地缩小城乡差距，重塑城乡关系，对促进区域经济

整体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反之，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或者因发展失调引发城市无序扩张、农村要

素流失、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产生负面作用。长期得不到改善，必将制

约农村产业发展、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拉大城乡差距，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诱发各种“农村病”，反

向掣肘区域经济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2.1.1 熵权TOPSIS模型

TOPSIS模型又名“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是系统工程常用的一种决策模型，主要用于有限方案的多

目标决策分析。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判定决策方案距最优解和最劣解距离，计算各方案与理想方案的相对

贴近度并进行优劣排序。熵权 TOPSIS模型将熵权法与 TOPSIS模型结合，先通过熵权法获得评价指标权

重，再利用TOPSIS模型计算贴近度并确定排序。经过熵权法改进的TOPSIS模型能更加客观反映指标重要

程度，在体现指标权重随时间动态变化方面也更具优势。计算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构造标准化评价矩阵。拟对m个对象 n个指标进行评价，首先构建原始判断矩阵X，然后按

图2 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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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式（1）（2）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矩阵Z。
正向指标公式为：

zij = xij - min1 ≤ i ≤ n ( )xij
max1 ≤ i ≤ n ( )xij - min1 ≤ i ≤ n ( )xij

（1）
负向指标公式为：

zij = max1 ≤ i ≤ n ( )xij - xij
max1 ≤ i ≤ n ( )xij - min1 ≤ i ≤ n ( )x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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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3）中，i = 1，2，⋯，m ; j = 1，2，⋯，n。

第二步：计算熵权。计算公式为：

wj = 1 - ej
∑
j = 1

n

( )1 - ej
（4）

式 (4) 中 ， ej = -k∑
i = 1

m

( )pij × ln pij ， pij = zij

∑
i = 1

m

zij
， k = 1

lnm。 wj 为 熵 权 计 算 结 果 ， 满 足 0 ≤ wj ≤ 1 和

∑
j = 1

n

wj = 1。ej 代表信息熵，其本质是对指标信息量的期望值，1 - ej为信息效用值。pij代表指标特征比重，

假定当 pij = 0时，pij × ln pij = 0。k是玻尔兹曼常量。

第三步：构造加权评价矩阵。将Z矩阵加权规范化获得决策矩阵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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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步：确定正、负理想解。

Vj + = max (v1j，v1j，⋯，vnj) （6）
V -
j = min (v1j，v2j，⋯，vnj) （7）

第五步：计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距离。

D+
i = ∑

j = 1

n

( )V +
j - vij 2

（8）

D-
i = ∑

j = 1

n

( )vij - V -
j

2
（9）

第六步：计算评价指数。

Ci = D-
i

D+
i + D-

i

（10）
式（10）中，Ci代表熵权 TOPSIS评价指数，即相对贴近度，0 ≤ Ci ≤ 1，且Ci的值越大（越贴近 1），

表明测度结果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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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耦合协调关系模型

借鉴物理学耦合系数测算方法，构建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度模型为：

Rij = Cij × Gij

( )Cij + Gij

2 （11）

式（11）中，Rij为第 i年 j省份的耦合度计算结果，0 ≤ Rij ≤ 1；Cij和Gij分别表示第 i年 j省份的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耦合度的测度结果Rij 的值越大、越贴近 1，说明二者关联性越强，相

互依赖性越大，反之，Rij越小则表明二者关联性越弱，关系越松散无序，相互依赖性越小。

为进一步判断耦合关系的良性程度，克服耦合度无法准确反映子系统各自发展水平的缺陷，构建耦

合协调度模型为：

Hij = Rij × Fij （12）
Fij = αCij + βGij （13）
式（12）中，Hij为耦合协调度，满足 0 ≤ Hij ≤ 1，Fij为综合评价指数函数；式 (13)中，α和 β则是 2个

系统的权重，设定α = β = 0.5，当Hij = 0时，耦合协调度最低，当Hij = 1时，耦合协调度最高。

2.1.3 均值离差分级法

为更直观地展示计算结果、识别和反映现实情况，使用均值离差法对农村人居环境结果进行结果分

级。该方法的主要依据是标准差（std）度量的是变量值与变量平均值（m）的距离、因而可反映结果的离

散分布状况的特质。先用平均值加减标准差（m ± n × std，n = 1，2）的方法确定界值，然后将结果划分

5个等级。

2.2 指标选取

2.2.1 农村人居环境指标

在前文农村人居环境内涵界定的基础上，考虑统计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和可得性，结合农业经济、

国土规划、地理科学等领域专家意见，从生产、生活、生态 3类功能出发，选取 11个领域 25个指标，使

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构建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

生产功能：农村人居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空间场所、原材料和能源，其功能水平可以从生产条件、

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 3个维度进行判别。分别选取农村居民人均有效灌溉耕地面积、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

动力来反映生产条件，农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农村经济水平，第一

产业法人单位占法人单位总数比、农业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评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

生活功能：农村人居环境重点关注的是人居，因而生活功能是其主体功能，主体功能是否有效发挥，

可以通过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常居住条件、环境卫生条件、村庄村容村貌、农村公共服务以及

生活便利程度等方面判断。选取指标包括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消费比、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混合结构以上住房占比、农村供水普及率、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覆盖率、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行政村覆盖率、初中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专职教师师生比、平均每村卫生室人员数、

农村养老机构年末收养人数占农村老年（65岁以上）总人口比、邮政快递平均每周投递次数以及农村互

联网用户普及率。

生态功能：农村人居环境对生态系统具有影响与调节能力，主要体现在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生态安

全风险两个方面。前者选取森林覆盖率和单位耕地面积农业用水量两个指标来反映，后者的危险程度则

用农作物自然灾害成灾面积比例、3种主要农业污染物（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强度来判断。

2.2.2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38]，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非农产业占地区GDP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人

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项，作为评判各省（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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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熵权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

2.3 数据说明

考虑数据可得性，选取我国 30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数据采用 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2—2020》《中国统计摘要 2012—2020》《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2012—
202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2020》《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1—2019》《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
2020》《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20》《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2—2020》《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2—
202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2—2020》《中国交通统计年鉴 2012—2020》等相关统计年鉴，同时

借鉴和参考了各地区统计年份的各类政府公报、报告文件。

表1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环境系统

目标层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领域层

生产条件

农村经济

产业发展

生活水平

居住条件

环境卫生

村容村貌

公共服务

生活便利

资源与环境

承载力

生态安全风险

权重

0.123 9

0.100 4

0.090 1

0.023 3

0.066 4

0.062 3

0.159 8

0.134 9

0.122 5

0.079 6

0.036 9

指标层

人均有效灌溉耕地面积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

农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产业法人单位占法人单位总数比

农业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消费比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混合结构以上住房占比

农村供水普及率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覆盖率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行政村覆盖率

初中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专职教师比重

平均每村卫生室人员数

农村养老机构年末收养人数占农村老年（65岁以上）总人口比

邮政快递平均每周投递次数

农村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森林覆盖率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用水量

农作物自然灾害成灾面积比例

化肥使用强度

农药使用强度

农膜使用强度

权重

0.097 3
0.026 6
0.056 1
0.044 3
0.066 9
0.023 2
0.014 7
0.008 5
0.049 4
0.016 9
0.024 8
0.037 5
0.114 9
0.044 9
0.032 4
0.025 2
0.077 4
0.034 2
0.088 2
0.053 0
0.026 6
0.005 7
0.019 3
0.004 1
0.007 8

表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经济系统

目标层

区域经济

领域层

经济总量

经济结构

经济效率

权重

0.112 2
0.200 2

0.687 5

指标层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非农产业占地区GDP比重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权重

0.112 2
0.056 9
0.143 3
0.412 0
0.27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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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基于“三生”功能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

通观 2011—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提升。取 2011年和 2019年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对比（图 3），稳步提升态势显而易见。雷达图中同一年份曲线波动幅度较大，显示各

省（区、市）指数测算结果差距悬殊，印证由来已久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如前

所述，熵权 TOPSIS模型计算结果介于 0~1，越接近 1，提示评价目标越优，反之则越劣。而历年来各省

（区、市）指数计算结果均介于 0.15~0.55，最高分值为 2019年浙江的 0.547 3，明显与 1相差较大，足见我

国各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雷达图整体右偏倾向明显，说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自东南向中部和西北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

规律一目了然，一定程度反映出农村人居环境对区域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的关联性和依赖性。

使用均值离差法对结果分级，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划分为优越、良好、一般、较差、恶劣 5个等

级（表 3），便于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制定优化策略。对比 2011与 2019年可见，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水平快速提升：良好和优越的省（区、市）由原来的 1个增加到 12个，较差和恶劣的省（区、市）实现

清零，18省（区、市）实现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1级提升，6省（区、市）实现 2级提升。尽管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成效卓著，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近 2/3的省（区、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一般，处于良好和优越

等级的省（区、市）数量较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3.2 区域经济发展指数

雷达图形端点延伸越远，代表指数水平越高；顶角越尖锐，代表彼此间的差距越大。在 2011—2019
各省（区、市）经济发展指数图（图 4）中，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间极不平衡的现状一目了然。尽管

近 10年来全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水平均得到提升，但提升幅度差异巨大，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

拉大。

3.3 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关系评价

3.3.1 耦合度

耦合度体现的是相互作用的强度大小，并不区分作用的优劣利弊。2011—2019年 30省（区、市）耦

合度介于 0.30~0.50，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各省（区、市）之间差距不大。耦合度低，说明农村人居环境

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处于松散无序状态，区域经济发展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带动作用不大，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限。对比 2011年和 2019年（图 4）还可以看出，虽然不高，但各省

（区、市）耦合度仍有升有降、起伏波动，说明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力处于动态变化

状态。

表3 2011年和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分级

分级标准

[m+2×std,1]
[m+1×std, m+2×std）
[m-1×std, m+1×std）

[m-2×std, m-1×std）

[0, m-2×std）

等级

优越

良好

一般

较差

恶劣

省（区、市）

2011
—

上海（1）
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黑龙江、山东、广东、

江西、内蒙古、重庆、新疆（11）
辽宁、吉林、河北、海南、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

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16）
甘肃（1）

2019
浙江、江苏、福建（3）

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西、四川、新疆（9）
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8）
—

—

注：m与 std分别代表平均值与标准差；“—”代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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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耦合协调度分析

耦合协调度是用于衡量耦合关系良性程度的指标，即可以用来判断相关各方的关系是相互促进还是

相互阻碍，其测算结果介于 0~1，结果越接近 1代表协调度越高。2011—2019年 30省（区、市）耦合协调

度介于 0.20~0.60（图 5），普遍偏低，提示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状态在各地广泛存在。

图3 2011年和2019年我国各地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 图4 2011年和2019年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指数

图5 2011年和2019年我国各地农村人居环境 图6 2011年和2019年我国各地农村人居环境

与区域经济耦合度 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

26



第 10期 梁 晨等：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东部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省（区、市）耦合协调度相对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9年来

30省（区、市）耦合协调度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说明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和区域经济相互制约、相互阻碍

的负面效应正在减弱，而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格局正在慢慢建立起来。

按照耦合协调度将 30省（区、市）进行分级，以便直观地反映其时空演变规律（表 4）。不难看出，

仅上海、北京、浙江3省（区、市） 2019年达到基本协调状态外，其他省（区、市）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失

调状态。经过近 10年发展，绝大部分省（区、市）耦合协调度等级都得到提升，严重失调的省（区、市）

清零，总体发展趋势向好。

4 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化策略

在准确把握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的基础上，依照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指数、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将 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

质协调型4项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策略。

4.1 经济超前型

包括上海、北京、天津 3个直辖市。3市经济实力雄厚，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起步早，投入大，农村基

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全国其他省（区、市）高出很多。但是高速推进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

一方面使得农业农村现代化被动落后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步伐，城乡环境建设差距持续扩大，另

一方面，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快速向城市集中所引发的农村资源匮乏、农业生产萧条、农村空心化等突

出问题，制约了农业农村发展。经济超前型地区优化策略重点在于破解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不

相匹配的发展瓶颈，加快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一是加快推进城乡机制体制改革，培育农业发展新

动能，提升农村经济总量和地位；二是准确把握城乡人口变化趋势，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城镇化；三是持

续加大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四是积极开展各项试点工作，为

全国提供示范样本和实践经验。

4.2 趋于同步型

包括浙江、广东、江苏 3个省。3省经济发达、城镇化程度较高，农村基础设施较完善，公共服务较

齐备，农村居住条件较优越，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总体趋近同步协调状态。浙

江省自 2013年起连续 4年农村人居环境指数排名第一，与 2003年启动并持续实施的浙江省“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密不可分。广东、江苏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早的试点省份，农业农村现代化程

度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也发展很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在全国前列。协调发

展型地区优化策略重点在于树立现代农业农村价值观，准确把握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的功能、地位和

表4 2011年和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级

等级

1
2
3
4
5

6

分级标准

[0.7,1]
[0.6,0.7）
[0.5,0.6）
[0.4,0.5）
[0.3,0.4）

[0,0.3）

协调等级

优质协调

中等协调

基本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严重失调

2011
—

—

—

北京、上海（2）
辽宁、黑龙江、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内蒙古、重庆（10）

吉林、河北、海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18）

2019
—

—

北京、上海、浙江（3）
天津、江苏、福建、广东、海南、重庆、内蒙古（7）

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20）
—

注：“—”代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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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解决好发展过程中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在结构调整、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矛盾，继续保持

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趋于同步的发展势头。

4.3 经济制约型

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等 19个省（区、市），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些省份经济基

础薄弱，政府财力不足，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底子薄、历史欠账多，加上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恶劣、思想

观念陈旧、生活习惯落后等因素，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饮水条件、交通出行条件等基础设施亟待改善，

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更需要花大力气完善。经济制约型地区必须统筹涉农资金，拓宽融资

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农村集体和农民积极投入，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完善建管投入长效机制。

特别是要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以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

产业发展、以乡村产业发展保障农村人居环境长期稳定投入”的发展道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

济实现相互促进、同步发展。

4.4 低质协调型

低质协调型包括辽宁、内蒙古、山东、湖北、重庆 5个省（区、市）。该型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不

高，区域经济也欠发达，但二者耦合度却相对较高、交互作用较强。这种看似协调但整体发展水平却不

高的状态属于典型的低水平假性协调，其优化策略重点在于明确乡村产业发展方向，由政府主导，拓宽

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大规模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彻底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才

能最终促使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共振与互动跃升到更高层次。

5 结论

通过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揭示 2011—2019年我国省域

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时空演变规律，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总体发展趋势向好，但整体质量不高，优化空间很大；各省（区、市）之间

差异较大，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呈现东高西低梯度递减趋势。

（2）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普遍不高，地区间差距较大；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在空

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

（3）通过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综合分析，可以把 30省（区、

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质协调型四大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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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THEORY *

Liang Chen，Li Jianping※，Li Junji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livability",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oduction-living-
ecological space" theory,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nduct a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high-level promotion of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regional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Using the improved TOPSIS method
based on information entropy, this research measured and grade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Then it appli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measure and classif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he resul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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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as follows. From 2011 to 2019, though the quality of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yet there wa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optimization.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feature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were obviou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generally low.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REGION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relatively advanced economic, approaching
coordination, economic contradiction and low-quality coordinated. Finally, it provid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Keywords rural human settlement；rural environment；quality evalu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coordination

有的作者亲历改革实践的学术著作，拓展了对农

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解。王天兰作为青岛西

海岸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法律咨询专家的身份亲

历改革试验，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数据和资料，与

王天津一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新制度

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

度运行缺陷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必

然性，分析和总结了新时代青岛西海岸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的改革历程和创新经验，包含具体的工

作流程、方法和文件，是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实践

密切结合的学术著作。本书丰富的改革资料对感

兴趣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研究者都会

有所启发。

全国各地进行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逐

渐显现出三方面的效能：一是全国涌现出大量的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其市场主体地位得到确立，

有助于打破农村集体资源的入市壁垒，将集体资

源引入市场竞争环境，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集体

资源的活力。二是有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并且由于农村集体股权分配具有有限性和封闭性，

农民的股红收入在长期内得到保障。第三，有助

于提高村集体经营收入，提高基层自治能力，强

化村民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关联，提高农民的集体

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促使乡村治理模式向多样

化方向发展。

基于改革中尚存在一些不足，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第一，处理好改革中清产核资的现实性与

历史性矛盾。应该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分类和划

分，制定相应的处理标准，使不同类型的历史问

题有相应的指导守则，或者彻底清理解决或者另

行处置或者暂时搁置再行商议；同时要稳定村民

情绪，提高农民的改革参与性，借助第三方专业

团队（如专业律师和会计师等），将自评估和第三

方评估有效结合起来，避免改革冲突。第二，协

调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及其他合作组织的关系。

现实中由于农村人才资源不足，村两委负责人常

同时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要避免职能

交叉以及由此导致的权责不清问题，实现党务政

务、自治事务、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事务的分离。

第三，完善产业发展环境，实现政府适度干预。

目前很多村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具有法人企业的特征，但是并非法律意

义上的注册法人，因此仅承担有限责任，在“资

不抵债”时无法完全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实现“破

产”清算追究无限责任。故而对交易对手而言，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具有较高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

本。为此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的基

础上，政府部门有必要在政策支持、资源供给、

人才输入等方面发挥协调服务作用，鼓励、帮助

集体经济组织克服市场发育不足的困难。

如何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党和

国家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问题。《新

时代农村经济体制的再改革》一书为学者们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贴近现实的新视角，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王海南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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